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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争政治 与 国 家 建 设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社 会 运 动 研 究 中 的 一 个 经 典 问

题。本文通过对一组国有企 业 退 休 工 人 为 维 护 退 休 金 权 益 所 展 开 的 十 年 抗

争进行过程事件分析，来勾 勒 国 家 在 劳 动 治 理 过 程 中 逐 步 形 成 的 官 僚 场 域。

这个官僚场域由三个相互交叉的圈子所构成：信访办圈子、信访办与法院之间

的圈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子。这些交叉的圈子所构成的国家场域一方面通

过对抗争的制度化循环而拉长了工人的斗争时间，分散了抗争的空间，从而有

效遏止了抗争的激进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抗争工人与国家代理人之间的叙事化

互动促进了国家资本的激活与流通，从而实现了对抗争者的象征性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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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据统计，１９９５年全国劳动争议 案 只 有３万 件，到２００６年 达 到３１万 件，而２００９年 则 高 达

５１．９万件。另据公安部统计，１９９３年，全国有记录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为８　７００件，而２００３
年为５．８万件，其中工人占参与人数的近５０％；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群体性事件继续攀升，分别

达到了７．４万件和８．７万件。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尤其是国

企改制进入产权改革阶段，积累已久的劳动矛盾以各种方式释放出来，
至２１世纪初，中国的劳工冲突日趋激烈，而劳动抗争也呈现上升趋势

（王星，２０１２）。１虽然很多研究表明，这些工人的集体行动大多还是处

于分散的小范围自发状态（Ｂｌｅｃｈｅｒ，２００２；Ｌｅｅ，２００７；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３），但
是它们对于社会稳定性与国家合法性的影响与意义却不容忽视。如何

有效而平稳地将工人日渐崛起的集体行动吸纳进国家的制度化解决渠

道，从而维持一种动态的社会稳定，成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学术

问题。
抗争政治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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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布莱特和哈定（Ｂ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ｉｎｇ，１９８４：４）
曾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抗争性过程既界定了对应

于其他社会与 经 济 制 度 的 国 家，同 时 又 在 持 续 地 再 造 国 家”。在 蒂 利

（Ｔｉｌｌｙ，１９９３）对 英 国１８－１９世 纪 社 会“抗 争 谱 系”（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的研究基础上，塔 罗（Ｔａｒｒｏｗ，１９９４）对 抗 争 政 治、集 体 行

动与国家建设 之 间 的 关 系 进 行 了 广 泛 而 深 入 的 研 究。他 的 基 本 观 点

是：国家对于新的抗争方式虽然在最初的时候会加以压制，但是最终却

会在与抗争者的互动中发展出社会控制与吸纳的策略，在此过程中，新
的抗争方式成为传统政治的组成部分，而国家也因此发生了改变。本

文将沿着这一理论思路探讨中国转型时期的劳工政治，尤其是工人抗

争与国家控制及吸纳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将摈弃国家对社会抗争进

行压制的简单化思路，转而勾勒国家代理人如何在与抗争者的积极互

动（ａｃｔ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中引导他们进入一个循环式的国家场域以求消

解劳动矛盾的过程，并着重探讨国家的独特构型（如行政与法律体系之

间的模糊边界）以及国家的运作规则（如对法治的推崇）如何潜在地影

响工人抗争的过程及其结果。

一、文献综述

（一）已有研究及其不足

目前对中国工人抗争政治的研究大多关注工人内部的组织结构与

具体的斗争形态，如研究工人的宿舍制度（任焰、潘毅，２００６）、单位制度

（Ｌｅｅ，１９９９）、地域 组 织（蔡 禾 等，２００９）、网 络 使 用（汪 建 华，２０１１）等 如

何影响他 们 的 斗 争 方 式；探 讨 工 人 的 抗 争 到 底 是 道 义 经 济 型 抵 抗

（Ｃｈｅｎ，２０００；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７）还是依法抗争（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９６；Ｏ’Ｂｒｉｅｎ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０６；Ｌｉ，２０１０），或 者 是 表 演 式 抗 争（黄 振 辉，２０１１）。这 些 研 究 很

少涉及工人与外部力量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国家对于工人抗争方式的

架构与干预，国家即使被提及，也几乎从来没有成为重要的分析性概

念，而只是作为劳工冲突的制度化背景，比如强调国家对工人集体行动

能力的 限 制，如 对 工 人 组 织 罢 工 及 独 立 工 会 的 权 利 的 禁 止（Ｃｈｅｎ，

２００３；Ｔａｎｎｅｒ，２００５）；或者关注国家对缓解工人困境所提供的制度性

与物质性支持，比如社保体系、劳动立法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对非正式经

济的鼓励与扶持（Ｈｕｒｓｔ，２００５；Ｌｅｅ，２００７）。这些研究能够很好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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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面对艰难的生产与生存环境工人为什么不起来抗争的问题，但是却

不能解释那些已经起来抗争的工人如何被国家治理与驯服，而这个问

题对中国的现状更具有针对性。要理解中国劳工抗争的独特性及其对

国家合法性与社会稳定性的影响，就需要超越对国家的制度化理解，专
注于国家与工人的互动，尤其是国家在架构劳工抗争中所起到的积极

作用。正如苏黛瑞（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０：８１）所指出的，“工人的抗争从本质

上具有互动性，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家政

策产生反应，另一方面也对自己在老板和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的对待产

生反应”。如果说在目前中国劳工政治研究中，抗争工人与工厂管理者

及其管理方式之间的互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的话，那么，工人抗争

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则是整个研究中缺失的一环，而这一环对理解工人

抗争方式及其对国家合法性以及社会稳定性的影响至关重要。

（二）国家与工人抗争的互动

从国家与工人 互 动 的 角 度 出 发，李 侃 如 和 兰 普 顿（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ｍｐｔｏｎ，１９９２）的著作《毛泽东之后 的 中 国 官 僚、政 治 与 决 策》奠 定 了

学界对改革后中国国家形态的基本理解，并深刻影响了近年来对中国

劳动治 理 的 研 究。书 中 提 出 了 两 个 影 响 深 远 的 概 念：蜂 巢 式 社 会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与分 裂 的 权 威 主 义（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蜂

巢式社会”指的是，“由于决策过程的去集权化而使得一些官僚策略能

够有效地阻止信息 的 向 上 流 动 以 及 上 级 意 愿 向 地 方 官 员 的 贯 彻”，而

“分裂的权威主义”则认为，“在中国政治体系顶端以下的权威是分裂而

脱节的”，但是，“中国政体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过程”却仍然能够使这

个体系成为一 个 运 转 良 好 的 整 体（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ｍｐｔｏｎ，１９９２：８－
１２）。分裂的权威主义所凸显的是在政治去集权化背景之下，地方与中

央之间、地方不同官僚权威之间的讨价还价关系，这一点已经成为理解

改革后中国官僚体制以及国家运作方式的共识。但是，这个概念更多

地强调了省市级别以上的国家政治与决策过程，而这个官僚国家与社

会其他部分之间的互动不在讨论之内，即使是蜂巢式社会这一概念也

更多地指涉政治官僚体系，直到李静君（Ｌｅｅ，２００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工人抗争的“蜂巢式激进主义”（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概念，才潜在地指出

了国家的治理方式（单位制分割）与工人的抗争方式（以单位为组织和

动员的基础）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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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博文对“依法抗争”（ｒｉｇｈｔｆｕ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的研究第一次明确提出

在国家的结构及其权威模式与社会底层的反抗方式之间存在直接的关

联。在《２１世纪 中 国 的 国 家 与 社 会》一 书 中，欧 博 文（Ｏ’Ｂｒｉｅｎ，２００４：

１１６）指出，中国的国家权力是“分裂的并且具有内部的对抗性”。他认

为，“在中国出 现 的 是 一 个 多 层（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的 国 家，她 拥 有 宏 伟 的

抱负，然而却面临难以克服的委托—代理困境”。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

国家结构与权力运作方式产生了底层的“依法抗争”行为，亦即底层民

众利用政策之间的差异、政治承诺与基层实践之间的出入以及不同权

威层级之间 的 微 妙 关 系 来 为 自 己 的 行 为 寻 找 合 法 性 依 据（Ｏ’Ｂｒｉｅｎ，

２００６）。虽然欧博文的研究在国家与抗争的关联方面已经有所进展，但
是李静君却认为“依法抗争”的概念仍然停留在“框架性解释”的层面，
而对于国家的具体特质如何形塑抗争主体及其行动方式的解释还远远

不够。
在对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东南新兴工业区不同类型工人抗争方

式的比较研究中，李静君提出了“分权化法制权威主义”（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的是，中国“权威主义统

治的双重策略，一方面是去地方分权的资本积累策略，一方面是依法治

国的合法性策略”（Ｌｅｅ，２００７：１１）。如果说欧博文的“多层国家”只是

在描述国家的构型，那么，李静君的“分权化法制权威主义”概念则是试

图揭示转型中国的国家特性，也就是这个国家在发展目标与策略上具

有的冲突性。她的论点是：中央政府在积累的目标与合法化目标之间

的对立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张力导致了劳动矛盾的产生，
但同时它们也促进了对劳动抗争的解决与遏制———地方分权的过程导

致了工人的分裂化，但是法治化过程却使得他们只能同样用法律的话

语来表达自己的抗争。李静君的研究在解析中国的国家特性并以此来

解释工人的抗争方式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她的研究最终的

解释目标仍然是工人的抗争方式，而剖析国家只是为了解释中国劳工

抗争的独特机制与特征。因此，国家在她的研究中只是一个抽象的存

在，并被处理为工人行动的制度化背景，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基层代理

机构与抗争工人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在她的研究中很少涉及。
从“分裂的权威主义”到“多层国家”，再到“地方分权的法律权威主

义”，这一组概念描述了从集权一统的国家逐步分化形成的各个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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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间由于相互牵连而构成的多层次的国家。在这个分化的国家中，
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各个组成部分与层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张力

极大地影响了工人的抗争策略。只是在这一组概念中，国家的形象仍

然比较抽象，而 国 家 的 具 体 构 型（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与 工 人 抗 争 路 径 之 间

的关系也并不直接，最重要的是，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国家内

部所蕴含的矛盾与冲突，却未能很好地解释国家在如此的张力之下是

如何有效运转的，亦即如裴宜礼（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７：２）所说，“对于是什么将

当代中国的国家结构凝固在一起并因此使得其政治体系能有效运转，
我们的理解还非常有限”。所以，在国家的具体构型与工人的抗争路径

之间建立联系，并揭示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机制，是继续深化这一研究

路线所面临的挑战。

（三）布迪厄的借鉴意义

从勾勒国家的构型图，分析国家的运行机制及其对社会成员的支

配效果的角度出发，布迪厄的基本概念和具体的国家研究非常具有借

鉴意义。根据布 迪 厄（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２）的 理 论，场 域 指 的 是 一 种 社 会

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决定了参与构建此空间的社

会主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及其斗争形态；而资本则是以物化的或者使用

中的劳动的形 式 被 占 有 和 运 用 的 社 会 能 量。布 迪 厄 将 资 本 划 分 为 文

化、经济和社会三种，后来又增加了符号资本，符号资本成为布迪厄最

主要的理论关注与贡献之一。如果说场域和资本都着重于社会结构性

的一面，那么“惯习”概念则引入了社会主体性及其实践。惯习指的是

社会主体在场域中为争夺资本而展开的斗争中，出于对场域本身的“信
仰”或 者“错 觉”（ｉｌｌｕｓｉｏｎ）以 及 对 斗 争 的 兴 趣 与 投 入（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而逐渐形成的对游戏规 则 的 实 践 性 把 握，或 者 说“游 戏 感

觉”（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ｍｅ）。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国家是一种特殊

的场域，被称为“元场域”（ｍｅｔａ　ｆｉｅｌｄ），因为它能够架构其他场域 的 结

构与运转。在《反思国家：官僚场域的产生及其结构》这篇文章中，布迪

厄将现代国家的兴起理解为不同类型资本的聚集过程，尤其强调了作

为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的兴起。他明确指出，“国家的出现也意味着一

种特殊的、完全由国家控制的资本的出现，它使得国家能够对不同的场

域、不同种类的资本，尤其是资本之间的转换比率施加权力。在这一过

程中，符号资本的集中是所有其他形式集中的条件。更进一步来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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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仅仅依靠集体认识的分散的符号资本到客体化（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ｅｄ）的符

号资本的转变，这种客体化符号资本由官僚化的国家来整理成典、加以

授权并予以 保 证”（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４：２）。因 此，在 他 看 来，国 家 资 本 是

由国家拥有的符号 资 本，它 能 够“决 定 其 他 类 型 的 资 本 及 其 再 生 产”。
官僚场域的功能就是使分散而无形的国家资本得以客体化，以规则、条
文、程序的方式保证国家资本的流通。这个官僚化国家和社会主体之

间的权力关系则主要是一种国家通过对符号暴力的垄断与施行所实现

的象征性支配（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亦 即 为 争 夺 资 本 的 各 方 提 供 共

享的认知范畴、知识工具以及正当理由（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９）。
根据布迪厄的基本概念和国家理论，我们对国家与抗争工人之间的

互动过程与效果的研究可以具体化为对国家在劳工治理过程中所逐步

形成的官僚场域的解析，并通过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资本的流通状况来探

讨国家的运作机制、工人的抗争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这样的研究

路径一方面有助于从空间上分解国家的构成，从而具体化以前研究中出

现的国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从抗争策略以及结

果的角度来把握国家的权力运作机制与效果。因此，本文所提供的并不

是对国家构成与特性的抽象理论研究，而是对行动中的国家的经验性探

讨，所采取的具体切入角度是国家对劳工冲突与抗争的吸纳与治理，力
图通过对抗争工人具体斗争过程的深度个案分析来刻画国家的独特构

型，并彰显国家的权力运作机制。在本文中，对工人具体抗争过程与策

略的剖析是为了呈现国家的结构，追踪国家的运作，而工人的心理与行

为则被视为国家的权力效果（ｐｏｗ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二、研究设计、调查方法与基本发现

本文的田野调查发生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８年的 Ｗ 市。作为一个拥

有１０００万人口的老工业基地，和其他大多数工业城市一样，Ｗ市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的国企改制过程中经历了比较激烈的劳工抗争。
为了观察地方国家如何治理劳工矛盾，笔者在Ｈ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信访办志愿工作了１８个月（２００５年１月到８月，２００６年４月到７月，

２００８年３月到８月），参与接待劳动上访。在经手的上百个信访个案

中，有一个持续了近十年的案子呈现了非凡的独特性与典型性。其独

特性在于该个案比大多数劳动抗争持续的时间都要长，但是这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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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争所走过的历程及其呈现出的特征却和大多数的劳动抗争没有什

么不同。如果说这组工人的抗争历程涉及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层各类

官僚机构，并经历了街头抗议、依法信访、劳动仲裁、法律诉讼等斗争阶

段，那么其他工人的斗争不过是经历了其中的部分或者片段而已。本

文决定选取这个个案进行深度分析，以揭示国家在治理劳动矛盾、吸纳

劳工抗争上所采取的策略，并由此探讨国家在面对社会抗争时的普遍

运作机制。之所以选择这个个案，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个案在时间上和

空间上的跨度使得 它 能 够 很 好 地 展 示 国 家 的 构 型 以 及 国 家 资 本 的 流

通，因为在抗争过程中工人们几乎走遍了各级各层的国家官僚部门，并
在一定程度上耗尽了国家所能调动的各种治理资源；另一方面是因为，
这组工人斗争的长度与强度使得他们对于国家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都

造成了较大的威胁，所以，探讨国家对这一工人抗争的驯服与吸纳，相

对于那些更早更轻易放弃的工人来说，对于本文的主旨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收集了有关这组工人十年抗争的各方面材料，包括官方对工人的

处理意见与内部文件以及工人们的申诉材料与法庭判决书等，观察了

工人和信访官员之间的互动，并多次参与工人们的会议、上访与庭审。
本文采取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孙立平，２０００），试图通过对工人的具体

抗争过程与策略，也就是工人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过程，尤其是对其中

突出事件的分析，来探讨国家在治理劳工抗争方面的组织结构与运作

机制。需要强调的是，对工人抗争的具体策略、过程以及结果可以从很

多不同的方面来解释，例如工人内部的组织结构、动员机制以及利益驱

动等（刘爱玉，２００５；黄岩，２００５；唐军，２００６；Ｌｅｅ，１９９８），但是本文的着

眼点是国家与工人的互动，尤其是国家的具体构型与运作机制。
通 过 追 踪 工 人 的 抗 争 轨 迹，本 文 勾 勒 出 了 一 个 交 叉 圈 状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的国家结构图，它（官僚场域）由三个相交的圈

子组成：一个是不同的地方信访机构组成的圈子，一个是信访办与法院

体系之间的圈子，还有一个是地方各个机构与中央机构之间的圈子。
之所以采用“圈子”（ｃｉｒｃｌｅ）这个词，是因为一方面它能很好地表达处理

劳工问题的国家代理机构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潜

在地解释了这些机构应对劳工矛盾、吸纳劳工纷争的具体机制，那就是

在各个圈子之间的循环（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交叉圈状

结构使得国家成功 地 将 激 烈 的 工 人 抗 争 导 引 进 了 国 家 官 僚 场 域 的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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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并在这个场 域 中 和 国 家 展 开 了“法 治”的 话 语 游 戏 。在 这 一 过 程

中，抗争工人和工厂之间的利益之争转化成为官僚场域之中的叙事斗

争，而他们对物质资本的争夺转化为对符号资本的争夺。架构这些斗

争的官僚场域决定了国家的政策与法律条文成为斗争双方唯一的合法

化基础。因此，正是在斗争的过程中，本来停留于书面的国家资本得到

了激活与流通，真正成为规范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力量，从而实现了国家

对抗争工人的象征性支配。

三、“十年抗争”：街头抗议、集体上访与法律诉讼２

Ｈ钢铁厂是一个创建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大型国企，和大多数国

企一样，在经历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辉煌时代之后，自９０年代开始衰落，
特别是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在经历了几轮下岗之后，工厂的在职员工与

退休员工的比例达到１∶９。厂领导在递交给市里的文件中多次指出，
养老金的支出已经成为工厂的最大负担，并成为工厂在市场竞争中求

生存的最大阻碍。１９９８年初，中央政府决定给每个退休的国企工人每

月增加养老金３５元，这个来自中央的善意举动却引发了地方长达十年

的“养老金之争”。按照时间，这些工人的抗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２．对工人十年抗争历程的“还原”，是通过多方从 工 人 和 官 方 收 集 的 书 面 与 访 谈 材 料 进 行 比

对而得出的直线式的工人斗争事件史，其中的书面材料包括工人面向社会的公 开 信、工 厂 提

交给政府的情况报告、工人提交给各级信访部门的申诉材料、信访部门发出的回执与通知、仲

裁委员会和法院的裁决书以及市人大听证会证词，等等。

（一）激烈的街头抗议阶段

Ｈ厂的工人直到１９９８年８月才听闻中央的这一政策并意识到自

己新增的养老金被“克扣”了。工人们在公开信中写道，“直到１９９８年

７月，Ｈ钢铁厂从市劳动和社保局领取了８２７　４５２．１２元的养老金，但是

这个钱工人一直没拿到”。得知国家给予自己的养老金被工厂克扣之

后，工人们立即采取了自发的集体围攻厂部与厂领导的行动，并取得了

斗争的初步胜利。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工厂决定退还扣发的国家增发养老金，
每人３５０元。可 惜 短 暂 的 胜 利 之 后 却 是 长 达 十 年 的 拉 锯 战。１９９８年

１１月，厂方公开宣布缩减工人的养老金达３０％，这一举措立即引起工人

的激烈反抗。厂方在后来递交给市里的情况说明书中如此写道：

１９９８年底，以李为首的工人在厂区张贴小字报，煽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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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厂方要说法。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２号，工人包围了厂部大楼。他

们召集媒体到场，并对事件进行了不实的报道，引起了大规模

的社会骚动，更多的工人参与包围厂部大楼以及上级公司，甚
至阻碍交通达三天之久。这一系列事件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
因此省领导出面给予压力，引导媒体在一周之后重新对事件进

行正面的报道，揭露了事实的真相，才使得事态得以平息。
有了政府的支持，工人们的激烈反抗并没有吓倒厂领导。１９９９年

４月，厂方发布了关于养老金的新政策，规定从此养老金不按工龄而是

按年龄来计算，凡是大于６５岁的工人每月领取４５０元，而小于６５岁的

每月领取３６０元。在工人看来，这个新政策极其不公平，用这种方式，
工厂在养老金上的支出减少了２００万。１９９９年９月，工人领袖老李撰

写了一封公开信，曝光此事并寻求帮助。这封信得到１５３名工人签名

支持。以此为基础，老李及另外几个积极分子开始了对省市政府及相

关部门的上访，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回复，只是有人暗示，“Ｈ
钢铁厂是个炸药桶，谁也不敢碰”。

（二）艰苦卓绝的法律诉讼阶段

漫无头绪的上访持续了一年，工人们终于决定放弃上访，转而寻求

法律帮助。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４０名 退 休 工 人 联 名 申 请 劳 动 仲 裁，４个 月

后，也就是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４号，工人们收到了仲裁决议，仲裁委员会判

决工厂立即退还扣减的养老金，工人们取得了法律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厂方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紧急报告，于是第二

天，１２月２５号，一份新的仲裁书被送到工人手中，它否定了第一份仲

裁决议，并宣布暂时搁置此案，等待再审。２００１年２月１７号，当 争 议

重新开始仲裁的时候，３１名工人决定退出。这一次的仲裁持续了大约

８个月，直到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８号，第三次仲裁结果千呼万唤始出来，而

结果却是支持工厂对养老金的削减政策，厂方无需退还工人一分钱。
至此，４２名工人决定上诉。整个２００２年是工人们坚持 法 律 斗 争 屡 败

屡战的一年。２００２年１月，区法院驳回工人上诉。２００２年７月，市法

院维持区法院原判，驳回工人上诉。２００２年底，工人们被告知，他们的

再审要求被驳 回。至 此，工 人 们 的 法 律 维 权 之 路 似 乎 走 进 了 死 胡 同。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工人们开始学习法律条文，研究法律程序，搜集证

据，并操练法律话语。虽然工人的上诉不断地被按照程序驳回，他们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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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丧失信心，并决定继续向更高层的法院上诉，然而省高级人民法院

采取的仍然是拖延不决的态度。

（三）有序的和平上访阶段

２００３年底，老李撰写了第二封公开信，回顾了这些年的维权斗争，
并号召工人们起来“讨回自己的血汗钱”。根据厂方的报道，以老李为

首的工人组 织 了 至 少３０次 超 过 百 人 参 与 的“不 稳 定 行 动”。２００４年

５月５号，老李和他的同伴们向区公安分局递交了正式的游行申请书。
在区政府的介入下，Ｈ钢铁厂的领导同意与工人会面并承诺尽快解决

问题。满意的工人撤回了游行申请，然而一个月后工厂却未能提供任

何解决方案。当愤怒的工人再次提出游行申请的时候，街道派出所的

警察登门“安抚”，指出工人们必须依法维权。
至此，工人们似乎用尽了所有可能的抗争方式，包括上街游行、集

体上访以及法律斗争，然而没有一种方式能解决问题。事情的转机来

自于当地报纸对一位“维权勇士“的报道，这是一位大学退休教师，也是

专为各种底层人民鸣不平的区人大代表。在接触之后，工人的遭遇得

到这位人大代表的深深同情，在他的努力下，市人大对工人们的案件进

行了调查，并召集相关各方召开了听证会。虽然这次会议并未取得实

质性的结果，但是却将工人们的斗争重新引领到了官方的合法渠道 。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号，新信访条例的颁布与执行，重新点燃了工人们对依

法信访的希望。他们认真学习来自国家的新条例，并依照国家规定逐

级上访，五名工人代表甚至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在北京进行了长达五天的

密集型“中央上访”。虽然中央仍然让工人们回到地方解决问题，但是

和中央的近距离接触以及国家信访干部的温和态度使得工人们备受鼓

舞，带着中央的签条，他们信心百倍地回到地方，等待他们的却是长达

两年的循环信访。直到２００８年７月北京奥运前夕，在工人们多次威胁

要再次进京上访的情况下，市法院同意接受工人们的民事诉讼申请。
至此，工人的斗争又再次回到了法律的轨道上。

四、工人抗争的环形路径与国家的圈状结构

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８年，这群国有企业退休工人的抗争持续了十年

之久，在这十年之中，工人们尝试了各种可能的手段向工厂讨钱，同地

方政府讲理。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工人们尝试着向各相关部门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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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机构进行上访，但是他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推向了法

律体系；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３年，工人几乎穷尽了所有的法律程序，但是

却始终未能得到清晰的结论；２００４年，各种激进的抗争行为被 有 效 地

遏制或者平息，并最终在年底通过市人大的特别调查引导回了制度化

的解决渠道；自２００５年新信访条例颁布以来，工人们自发而零碎的上

访逐步改变为有组织有步骤的依法信访；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８年，工人们

的足迹遍布区、市、省以及中央的各级信访机构，可是问题依然没有得

到解决，直到２００８年８月，由于政治稳定性的要求，工人们的养老金之

争再次被引导回法律渠道。从这十年的抗争路径来看，工人们走上的

似乎是一条有出口却没有尽头的环路，而这条环路所体现的正是国家

在治理劳工抗争上的独特形态，也就是由不同的国家部门所组成的一

个交叉圈状的循环式场域。下面就以工人们在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８年的具

体抗争经历为基础来具体描画这个循环式国家的构造及其运行方式。

２００６年２月，工 人 上 访 省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厅（以 下 简 称 省 劳 动

厅），但是被回绝。３月，他们对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国家

劳动部）进行信访，一个月后，得到回信，建议找地方劳动和社保部门解

决，于是工人们拿着来自中央的“指示”回到省劳动厅进行了长达一年

的多次上访。

２００７年４月，工人们对市人大进行了信访，两个月后得到通知，案

件已被转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以下简称市劳动局）。２００７年９月，
工人从市劳动局得到书面通知，建议他们寻求法律解决途径，也就是通

过劳动仲裁方式解决。１０月，工人们就市劳动局的回复向省劳动厅申

请行政复查，并再次就此向国家劳动部进行信访。两个月后，省劳动厅

拒绝了工人们的复查请求，理由是他们的案件已经经过了法律程序，因
此超出了行政范围。同时，国家劳动部也给出回复，“请向地方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门报告，并向地方信访机构报告”。

２００８年２月，工人开始到省信访局进行上 访，但 是 他 们 被 再 一 次

指引向了省劳动厅，这一次，省劳动厅信访办接受了工人的上访案件。
在多次上访之后，工人们得到承诺，一定会在７月初得到确切回复。在

工人们对省劳动厅信访办进行密集上访并多次威胁将在奥运期间上访

北京的情况下，省高级人民法院表示，根据国家对某些法条的修正，这

些工人久拖未决的案子可以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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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是这些工人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８年的抗争路线示意图：２００６年

在省劳动厅和国家劳动部之间出现第一个循环；２００７年在市 人 大、市

劳动局、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省劳动厅之间出现第二个循环；２００７年底

到２００８年，在国家劳动部、省信访局、省劳动厅以及省高级人民法院之

间出现了第三个循环。

图１：工人斗争路线图（２００６年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从图１可以清晰地看出，工人的抗争路径呈现出独特的环状模式，
而对这些抗争环路的仔细探察显示出三个层次的国家圈层结构：一个

是由不同的信访办构成的行政圈子，一个是在信访办和法院之间往返

的圈子，还有一个是在地方各级机关和中央相关部门之间往返的圈子。
这些圈子之间相互交叉，共同构成了一个循环式的国家场域。虽然这

些圈子的交叉状况很难以平面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本文还是尝试着描

画出这个循环式国家的结构图（见图２）。３

３．从理论上来讲，各层法院也构成了一个圈子，但是本文的个案材料和分析重点不打算对法律

圈子进行详述，而着重于信访圈子、信访与法院之间的圈子以及地方与中央的圈子。

五、循环式国家的构型与运作

（一）循环式国家的制度构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从图２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信访与法院之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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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张力的体系，而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张力造成了国家各个层级与部门

之间讨价还价的工作方式，其结果则可能导致对社会矛盾的循环机制

而非解决机制。形成这样一个循环体系的制度化背景包括两个方面：
去集权化与市场化的双重制约（ｄｏｕｂｌｅ　ｂｉｎｄ）和信访体系与法律体系的

相互指涉（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图２：循环式国家结构示意图

　　Ｈ钢铁厂退休工人的养老金之争其实缘于来自中央的“善举”（增

发养老金）与工厂的“恶行”（扣减养老金）之间的矛盾，而他们的整个维

权过程则受到处于国家、工人与工厂之间的地方政府的引导、监控与形

塑。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体现的是国家去集权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双重

过程之间的张力。许慧文（Ｓｈｕｅ，２００４：１７）曾尖锐地指出，“去集权化

与市场化过程的集 合 效 应 是 对 中 央 有 利 的，它 使 得 中 央 能 够 更 容 易

地遏制与平息抗争，并能同时维持自身的合法 化 表 象”。由 于 市 场 化

的过程，地方政府面临 着 经 济 发 展 的 巨 大 压 力 并 直 接 面 对 因 之 而 起

的社会矛盾，而由于去集权化的过程，中央政府 基 本 置 身 于 地 方 经 济

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图景之外，从而 维 持 着 自 身 的 公 正 形 象。这 一 形

象的具体化就 是 国 家 所 制 定 的 各 种 制 度 与 法 律，尤 其 是 各 种“保 护

性”的特殊照顾条例，比 如 本 文 中 的 增 发３５元 养 老 金。正 是 这 些 来

自中央的新 制 度、新 法 律 成 为 激 发 与 架 构 地 方 抗 争 的 起 点 与 框 架。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研 究 表 明，中 央 颁 发 的 新 文 件 与 新 法 律 必 然 伴 随

着一波新的信访与诉讼浪潮（于建嵘，２００５），因为来自中 央 的 信 息 是

在当前政治体系下最具 现 实 性 的“机 会 结 构”，它 给 予 了 工 人 抗 争 以

生存伦理之外的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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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地方政府所要面临的困难却现实与紧迫得多。它一方

面要实现经济绩效方面的目标，因而要支持减轻企业负担的厂方行为，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有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因此要平息被扣减养老金

工人的抗争行为。由于在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地方

政府所能采取的态度和策略就只有推诿与拖延，从而导致了抗争工人

在各个政府申诉机构之间的循环往返。Ｈ钢铁厂在组织汇报材料中一

再强调截留的中央增发养老金事实上被用于填补在职职工养老金提交

的空缺，而扣减退休职工养老金的做法经过了市劳动和社保局的批准，
这也就意味着企业的行为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或者默许的。但是

面对以中央文件作为合法依据的工人们，地方政府不得不维持表面上

的中立立场，在处理过程中为了平息工人的怒火只能采取言语宽慰与

拖延的办法。正是地方政府在市场化与去集权化的双重约束下的结构

性位置与冲突性功能导致了作为社会减压阀与宽慰剂的信访体系所能

采取的独特的循环式工作机制。
申诉案件在国家官僚场域中的循环并不是一个独特的发现，对于

中国官僚机构的拖延与低效，尤其是在改革之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时期，
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但是，在当时的国家结构下，决定其拖延与低效的

根本原因大多被归结为“官僚主义的问题”，更多地强调了官员所拥有

的超越制度约束的个人主观权力。而在新的体制下，循环的动因发生

了变化，导致申诉案件循环的是官僚场域的结构原因以及主宰整个场

域运行的“法治”原则，也就是对规则、证据、文件以及法律的强调。这

种“法治”原则指导下的循环揭示了信访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相互指

涉关系，亦即在信访体系（人治）中对法律原则的表面推崇，在法律体系

（法治）中行政力量的背后推动。
作为“人治”象征或者残余的信访制度在“依法信访”的旗帜下实现

了对信访个案的程序性循环。中国的信访制度可以追溯到帝国时期，
但今天信访体系的雏形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
确立的一种底 层 民 众 表 达 权 利 诉 求 并 监 督 执 政 者 权 力 的 制 度。所 以

说，信访制度是在缺乏有效的法律体系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人治”手

段（Ｍｉｎｚｎｅｒ，２００６）。然而在近些年，随着法治的兴起，信访体系不仅没

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得到了强化，并成为系统性应对和疏导社会

矛盾的独特机制。２００５年新信访条例的颁布宣告着这个古老 的 人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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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已经在新的形势下成为法治的必要补充，正如新条例所宣称的那

样：新信访体系的普遍原则是建立多层次的信访体系，实现信访案件处

理的标准化，并增强法律法规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正是对信访体系

的这种“现代化与法制化”的改造使得它至少在表面上成为了一个更加

分化而严格的官僚机构（冯仕政，２０１２）。研究表明，正是这种形式上的

官僚分化以及信息处理和矛盾解决的程序化，一方面使得信访体系成

为促进更多集体上访的机制，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工人们的反抗采取了

更为温和的形式（Ｃｈｅｎ，２００８）。在应对社会矛盾的过程中，信访体系

逐步形成了一个层级众多而又缺乏明确的劳动分工与权力关系的庞大

网络，这个网络在形式上的程序化和在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使得工人

们不得不在和信访干部的互动中寻找下一步斗争的方向与方式，正是

这种互动性软化了一触即发的刚性对立，而使得循环成为可能。Ｈ钢

铁厂工人养老金问题所涉及的信访办包括市政府、市人大、市劳动局、
省政府、省信访局、省劳动厅、Ｈ钢铁厂信访办及其主管公司信访办等。
重复上访与循环上访并不是这群抗争工人所特有的行为模式，而已经

成为信访场域的结构特性。４

４．于建嵘（２００５：：２７）在对中国 信 访 制 度 的 批 评 中 指 出，现 行 的 信 访 机 构 庞 杂 繁 多，归 口 不

一，而且“由于信访机构林立，缺少统领机关，各机构推来推去，信访人投诉无门，来京后不

停地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据对６３２位 进 京 上 访 农 民 的 调 查，他 们 走 访 的 部 门 平 均

在６个以上，最多的达到１８个”。

５．根据《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的一项调查，仅有 低 于０．２％的 上 访 者 认 为 他 们 的 问 题 得 到 了 解

决。参见：赵凌，２００４，《信访改革引发争议》，载《南方周末》１１月１８日。

６．这种信访与法院之间的循环也得到了调查数据的支持。于建嵘（２００５）在对北京上访者的

调查中指出，在接受问卷调查的６３２位上访者中有４０１位就上访的问 题 到 法 院 起 诉 过，占 总

数的６３．４％，其中法院不予立案的有１４２位，占４２．９％；认为法院不依法办事而判决其败诉

的２２０位，占５４．９％；认为法院判决胜诉了而没有执行的９位，占２．２％。

循环虽然能够暂时缓解抗争工人采取暴力或者激进方式的危险，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性和政策

性矛盾，信访办既没有经济上的处罚权，又缺少行政性的命令权，所以

它在解决问题上的 有 效 性 是 非 常 有 限 的。５在 经 历 了 信 访 部 门 的 多 次

循环之后，如果不想让问题再次走上街头，信访案件大多会被引向法律

体系，这就造成了在信访体系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循环处理案件机制。６

在信访办与各级仲裁和法院机构组成的这个圈子中，存在着对法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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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面上的尊崇和行政力量对法律程序实际上的干预。信访体系独特

的权责不对称特性，使得信访干部经常面临无能为力的尴尬处境，而法

律体系的存在就成为他们转移责任的最佳出口。当Ｈ钢 铁 厂 的 工 人

在２００４年回到信访体系时，从市劳动局得到的答复是，“由于此案已经

经过了法律程序，我们建议你们继续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而省劳

动厅的答复是，“我们不接受已经经过法律程序的案件”。相对于对法

律程序的高调推崇，行政力量对法律体系的介入则是隐蔽的。当第一

次仲裁结果有利于工人的时候，厂方通过行政力量向仲裁委递交紧急报

告而导致了第二次仲裁。第三次仲裁则无疑是行政考量的结果，正如市

劳动仲裁委员会在递交给人大代工委的听证会证词中所说的那样，“为
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精神，综合上述多种情况，仲裁委方依法作出对Ｈ
钢案的裁决结论。我们认为，Ｈ钢案的审案时限是由案件的实际情况决

定的，是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利益冲突的客观体现，对此应从实事求是、维
护稳定的角度来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在此，维稳思路压倒了法律逻

辑，但是工人们所面对的却是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法律裁决。
当信访与法院之间的相互推诿使得工人们的申诉陷入僵局或者无

望时，工人们会以上访中央作为最后的希望。虽然上访中央并不能直

接解决工人们的问题（通常是要求他们重新回到地方解决），但是这些

来自中央的“消息”的确开启了新一轮地方斗争的可能。从中央与地方

的圈子来看，中央在循环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并非解决任何具体问题，
而是对上访者进行一种“象征性”的消费，对地方政府形成威慑，从而破

解地方性僵局，而地方的对策则是选择开始新一轮的循环。正是在这

样的循环过程中，地方、中央与抗争民众之间形成了并不势均力敌但是

可以得到持续的博弈关系（ｇａｍｅ），或者说一种游戏的关系。
信访办的圈子、信访与法律之间的圈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子，

它们之间的立体交叉关系构成了国家应对劳工抗争的官僚场域，而正

是这个官僚场域通过将抗争工人导引进循环式的制度化申诉渠道而成

功地吸纳了激烈的劳工冲突。构成这个官僚场域的任何单个圈子都是

脆弱的，因为工人们的问题没有在其中也不可能在其中得到解决。在

某个时刻，工人们总会在一个圈子中撞到死角，从而丧失对胜利的幻

想，但是此时他们都会被及时而方便地导引到另一个圈子中开始新的

循环。这些圈子之间的并存与交叉关系使得它们每一个都免于破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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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并有效地阻止了矛盾在每一个圈子中被激化的可能。

（二）国家资本的流通及其效果

从以上的制度构型分析来看，似乎这个交叉圈状国家只是循环工

人们的诉求而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一个形式上的迷宫，因此它的功能也

只是禁止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压制性的。但是，这个循环体系也具有自

己生产性的一面，而正是这个生产性的方面促进了整个体系的运转，亦
即以斗争的方式实现了动态的稳定。这个生产性的方面就是在工人的

斗争过程中，尤其是在和国家代理人，包括信访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互

动过程中，本来处于书面状态的国家资本得到了激活与流通，真正成为

国家的规范力量。为了让自己的申诉进入国家的官僚处理机制，工人

们必须学习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在不同的信访办以及法院之间

往返奔波之后，他们逐渐意识到，在这个官僚场域中自己诉求的合法性

资源必须也只能来自国家，生存伦理的天然合法性必须让位于经由国

家颁定的合法性，而来自国家的政策、法规也就成为了他们所要抢夺的

国家资本。

Ｈ钢铁厂工人与 厂 方 的 斗 争 本 来 是 围 绕 养 老 金 该 不 该 削 减 展 开

的，但是在进入官僚场域展开叙事斗争后，斗争的焦点逐渐转换成按照

国家的规定，削减的部分养老金是统筹内的还是统筹外的，然后统筹外

的养老金国家是如何规定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或者要求是与中央

精神高度一致的，斗争双方都在申诉材料中大量引用中央的相关养老

金政策文件。工厂为了确保扣减行为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合法性，一再

强调扣减的养老金属“企业补贴部分”，并引用了大量的国家政策文件

来支持这一“企业自主行为”。比如，报告中引用国务院（１９９２）１０３号

文来证明“企业补贴部分是企业自身支配的资金，应视为企业自主的权

力和企业内部管理行为，企业有权依法行使”。此外，报告还大量引用

国发（１９９１）３３号文、劳部发（１９９４）１２３号文、国发 （１９９５）６号文、国发

（１９９７）２６号文、国发（２０００）８号文等来证明国家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

的改革与发展精神都是要“减轻企业负担，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因此，国家是支持企业“根据经济能力进行养老保险工作”的 ，而Ｈ钢

铁厂扣减养老金的行为不过是支持国家建立独立而广泛的、适应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社保体系这一宏伟目标。与之相对，工人们也

同样引用了大量的国家政策文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引用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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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发（１９９３）１７号文到国发（１９９７）２６号文、国发（１９９８）２８号文、劳部发

（１９９８）６９号文、国发（１９９９）１０号文以及劳社部函（１９９９）４２号、４９号、

１２３号文，直到最近的国发（２００３）１６号文。而这些国家文件所体现的

却是另一种发展理念，也就是１６号文中明确提到的“继续落实企业在

一定时期应承担的责任，企业退休人员的统筹外项目养老金由企业继

续按有关政策发放”。有趣的是，虽然是在同一时间段，但是工厂与工

人都能找到不同的国家文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不约而同地宣称国

家在这十年间的政策精神是一致的，是和自己这一方站在同一阵线的。
正是在信访办这个官僚场域中，工人和厂方之间关于养老金的物质资

本之争转变成了关于国家政策的符号资本之争。
当工人们的案件被转往法律体系之后，文件之争又转变成了法律

条文之争，而争论的关键是为什么工人们的案件要经过三次仲裁以及

该用何种 法 律 来 裁 决 工 人 们 的 案 件 是 否 该 进 入 法 律 审 理 程 序。在

２００４年市人大的听证会上，相关法律部门和工人们提供的证词最好地

呈现了斗争各方关于法律符号资本的争夺。关于三次仲裁是否违反了

法律规定，市劳动仲裁委员会在证词中给出了基于行政与政治逻辑的

解释，强调三次仲裁程序是为了“维护改革大局与社会稳定”，既“没有

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伤害，又符合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

神”。相对于仲裁委的政治性解释，工人们的反驳则更具有了“专业”的
法律精神。他们在申诉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一章总则第九

条论证仲裁应该实行一裁终局制，并指出如不服仲裁可以依法提起诉

讼，而“这体现了我国行政与司法是分工的”。的确，工人们曾在仲裁之

后多次到法院起诉，但从未被受理。对此，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解释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一条就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采用列举法做出了明确

规定”，而“Ｈ钢厂已参加社会保险统筹，其要求补发、增加养老金的问

题则是其在单位内部根据其效益及相关政策自主解决的问题，故由此

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对此，工人们坚持认为，判

断此案的法律依据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第五条：“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为纠正原仲裁重新作出裁决，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此，法院的回应是，“第五条款应适用于属

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劳动争议案件。而本案所争议的焦点并不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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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而引起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范围，故对本案的

处理不能适用该条款的规定”。在工人同仲裁委、法院的交锋中可以看

出，随着工人从处于行政与法律交叉点的仲裁委到法院体系的转移，斗
争的中心与依据更多地转向了纯粹的法律条文。在法院体系这个场域

里，即使行政考量在表面上也要采用法律的术语包装，只有对法律条文

的解释才是在这个场域中进行斗争的合法化依据。

７．国家对于符号资本“最终审判”的讨论参见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４。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正是在工人、厂方、地方政府之间围绕

养老金展开的叙事化斗争的过程中，这些原本存在于纸上或者保留在

抽屉中的国家政策真正被激活并成为了流通的资本，而对这一国家资

本的争夺架构了参与各方的斗争态势。在这一叙事斗争中，作为国家

资本的发源地，“中央”成为了决定地方拖延不决之斗争的“最终审判”
（ｆｉｎａｌ　ｊｕｄｇｅ），７被期待给予国家政策与法规的最终澄清与结论。很多

关于中国现行信访制度的研究已经指出，民间上访已越来越向中央集

结，中央各部门的信访量直线上升，而地方信访的比例有所下降（于建

嵘，２００５）。虽然中央对来自地方的越级上访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

者直接发回地方解决，但是在解决率极其低下的信访体系中，“中央上

访”的确构成了推动地方斗争的唯一希望。正是因为地方斗争的独特

形态使得在国家政策与法律之外形成了另一种国家资本，也就是“中央

上访”这种独特的 符 号 资 本 被 上 访 者 策 略 性 地 使 用 于 地 方 斗 争 之 中。

在Ｈ钢铁厂工人的十年斗争过程中，他们对中央进行 了 两 次 信 访、一

次集体上访。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五名工人代表对中央各部 委 的 信 访 部 门

进行了为期五天的集体上访，在回到地方写给全厂退休职工的汇报提

纲中，代表们详细记述了他们的上访过程。在两厅和国家信访局，接谈

人员说：“我这里不能具体答复，但有交办权、督办权，这是我们内部的

工作程序。你们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去一下。”而在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经历三轮接谈之后，得到的结论是：“国家增发、企业扣减、Ｗ
市批准扣减，与文件没有联系；小文件服从大文件、老文件服从新文件，

文件就是对文件最好的解释；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国资委的答复则是：
“企业行为属于国资委管，但是你们厂请示了市社保，市政府批准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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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委管不了你们市政府，你们回去找政府吧，这是行政乱作为嘛！”所

以，中央上访的结果或者是在中央各部委之间的循环，或者是从中央到

地方的循环。然而，工人们从这次中央上访中得到的结论是：“在北京，
信访的大门是向信访人敞开的。请广大退休职工相信，扣减确实没有

文件依据，市社保对扣减的批准是‘乱作为’！”正是这种中央上访激发

了此 后 工 人 们 在 地 方 长 达 两 年 多 的 持 续 上 访。此 外，在２００６年 和

２００７年，工人们两次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进行了信访，得到的 答 复 是

两张格式完全一样的表格 ，上面印有八个不同的选项 ，第一次的建议

选项是“请向地 方 社 保 部 门 汇 报”，第 二 次 的 建 议 选 项 是 “请 向 地 方

信访部门汇报”。来自中 央 的 抽 象 回 应 显 然 有 利 于 维 持 中 央“神 秘”
而“客观”的形象。虽然一纸空文所呈现的只是 一 个 抽 象 而 遥 远 的 中

央，但是来自中央的 简 短 信 息 却 引 起 了 地 方 新 一 轮 的 信 访 循 环。正

是在从中央到地方的这 一 循 环 过 程 中，“中 央 上 访”成 了 推 动 地 方 性

斗争的国家资本。
当工人们的抗争从街头走向信访办和法庭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

一个制度化的处理渠道，也就是劳动抗争治理的官僚场域。正是在信

访办与法院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往返奔波，使得抗争者们逐渐意识

到在讲究“依法治国”的时代里，只有来自国家的话语体系才是合理合

法的斗争依据。国家资本在斗争中得以流通的过程也是工人们在斗争

中学习新的国家知识并用以解释自己生存处境的过程。十年的斗争过

程使得这些工人逐步改变了自己的斗争惯习，不再像斗争之初那样诉

诸建立在生存伦理之上的道义谴责，也不再对过去的保护性国家提出

政治性的呼号，而是依据来自国家的政策与法律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

（Ｃｈｅｎ，２０００；林 磊，２００７；佟 新，２００６；于 建 嵘，２００９；程 秀 英，２０１３）。
这样的转变或许并不一定如很多对“公民权”的讨论那样意味着工人斗

争意识的转变，但它至少证明了工人斗争方式与斗争的话语空间的转

变。正是在斗争中，在工人学习使用来自国家授权的政策与法律作为

自己诉求的合理化基础的过程中，国家实现了对工人的符号性支配，亦
即“当被支配者只能使用与支配者共有的知识工具来解释自身所处的

情境及其间的关系时，他们就默认了支配者，也因而默认了支配关系”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９９：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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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８年，Ｈ钢铁厂的退休工人们为了维护他们的权

益度过了斗争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他们的足迹遍布厂、区、市、省甚至

中央的各种信访与法律机构，而他们的抗争方式也涵括了街头抗议、集
体上访、劳动仲裁、行政复议以及民事诉讼等各种渠道。对于如此坚韧

不拔而又渐趋和平的斗争过程，人们通常会追问，斗争的过程如此漫长

而收益又如此微小，为什么这些工人没有放弃这样一种看似无用的抗

争方式？对这个问题简单而直接的回答通常集中于国家的暴力威慑机

制，它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进行合法的制度化斗争。的确，正是因为对工

人罢工权利的法律性禁止以及对工人集会结社和游行的操作性控制，
使得工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自愿”被胁迫进入这个官僚场域表达诉求并

和工厂做斗争。在工人们长达十年的抗争过程中，他们曾多次试图用

激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制度上的限制与威慑，使得

他们的激进抗争未能进行到底，而只是成为了进入或者重入官僚场域

的一个简短前奏。虽然国家禁止性（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ｖｅ）权力的存在与实施成

为工人们进入官僚场域的外在推力，而警察等国家暴力机构也在操作

中规划了官僚场域的合法边界，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解释工人们在进

入官僚场域之后的斗争方式与结果；它们很好地解释了工人们为什么

没能在激进抗争道路上走得太远，以及他们何以最终选择制度化的申

诉途径，但是对于工人们进入官僚场域之后的遭遇，却是由这个场域独

特的构造和运行规则决定的。也就是说，国家强制力无法解释工人们

与国家缠斗的动力机制。国家对于工人们激进斗争方式的强制性控制

只是在个别的边缘性情景下才会被激活，更多时候只是起到威慑作用，
而真正架构和决定工人具体抗争方式与烈度的却是官僚场域的交叉圈

状结构与循环机制，而这些才是理解转型中国的劳工治理机制的关键

所在。
从工人们的十年抗争过程可以看出，并非来自国家的高压，而是与

国家的积极互动才是转型时期最重要且有效的劳工治理机制。裴宜礼

（Ｐｅｒｒｙ，２００７：２１）曾 经 指 出，“由 国 家 授 权 的 积 极 交 锋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而不是社 会 的 退 出 是 中 国 政 治 的 一 大 特 色，而 这 一 点 无

论是集权主义还是经典的权威主义模式都无法解释”。在裴宜礼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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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由国家发起的社会运动是解释中国独特的革命政治的机制，而这

一“革命传统”在 改 革 后 时 期 并 未 消 失。但 是 从 这 些 工 人 的 抗 争 过 程

中，我们可以看到，转型时期国家授权的积极交锋已经从频繁发起的社

会运动逐渐转变为对社会抗争的程序化与制度化吸纳。国家对公开抗

议的有限度容忍，对信访体系的重构与强化，对法律仲裁的推崇与鼓

励，都帮助引导与形塑了工人的抗争过程和形式。它们通过构建工人

表 达 诉 求 的 制 度 化 平 台 而 逐 步 实 现 对 工 人 抗 争 的 正 常 化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治理方式。正 是 不 计 其 数 的 信 访 办、多 层 级 的 法 院 体

系、分权协商的中央与地方，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交叉的治理劳工抗争

的循环式场域。这个由三个交叉的圈子所组成的官僚场域的独特结构

与形状，深深影响了对劳工抗争的吸纳与消散的方式，也就是在循环的

过程中拉长工人抗争的长度，耗散抗争的烈度，甚至转换斗争的目标，
从而使得大多数最初以街头抗议形式出现的工人抗争得以平息。通过

将抗争工人挤压或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循环的场域之中，使得他们的各

种诉求和激烈情感都转化为可以程序化处理的个案。更重要的是，为

了使得自己的抗争能够进入官方的处理渠道，工人们必须同国家保持

积极互动，并学习使用国家的政策与法律来合法化自己的诉求。这是

一个潜在地驯服工人、强化国家统治的过程。正是在抗争工人同各级、
各种政府机构讨说法、讲道理、提要求的过程中，作为国家资本的国家

政策和法律才得以激活与流通，而在这个流通过程中，国家真正成为架

构人们日常生活与思维甚至是斗争方式的重要力量，而这正是同禁止

性权力相对的具有生产性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７７：１７４）。
建立于对工人抗争过程以及国家治理机制的分析基础之上，本文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提出了“循环式国家”的概念，目的是试图提供一个

不同于“集权主义”和“分裂的权威主义”的国家模型。这个循环式的国

家是一个分化的体系，它不仅呈现出各个部分之间（行政与法律，地方

与中央等）的张力与矛盾，而且提供了对这个体系在张力与矛盾下如何

得以运作的解释机制，那就是在不同部分之间的循环。首先从结构上，
不同于将国家描述为一种有效的“全能式”政治权力的集权主义模型，
这种循环模式强调了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圈状结构，而这意味着中央

与地方之间的协商或者讨价还价关系以及地方有限的独立性。同时，
相对于强调了在去集权化背景下各官僚权威之间的“分裂与脱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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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裂的权威主义模型”，这种循环模式在行政机构之外引入了日渐

兴起的法律系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律的引入不仅仅

是在行政之外增加了一个权力模块，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整个官僚场

域的运作方式，它一方面有限度地规范和约束了行政力量，但另一方面

也给予了它缓冲的机会，这从信访圈子与法律圈子之间的相互指涉可

见一斑。所以说，循环式国家提供的是一个分化的国家模式，地方与中

央之间的张力，行政与法律体系的并存，使得中央的权力被以多种方式

分化。但是这种循环的国家模式又和纯粹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不同，
在自由主义国家中，上述的各个圈子之间是彼此独立的，或者这些场域

之间用布迪厄的术语来说只是一种同型关系（ｈｏｍｏｌｏｇｙ），而在循环式

国家中，各个圈子之间却是交叉的关系（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正是这种交叉的

关系导致了国家作为元场域在分化的同时仍然保有了对各个分场域的

高度甚至是直接的控制。
这样一种循环式的国家模式可以说比较有效而且相对稳定地渡过

了市场转型，尤其是企业改制以及国家福利等制度改革所可能带来的

社会动荡，通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拉长工人的抗争路线从而达

到了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效果。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循环，或者可以

称之为“敷衍”的机制，一个合理的疑问是，它能够维持多久？或者作为

一种转型期的应急机制，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

种国家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中以低效的方式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治理，
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具有累积问题的效应，并
阻碍了对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合法途径的良性探索。那么，这样

一个分化而又集权的国家模式是会因为张力的扩大而逐渐完成向西方

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型，从而实现地方对中央的制衡，法律对行政的约

束，还是会因其有效性而被逐步定型下来成为一种长久的混合型制度

（孙立平，２０１２），是一个值得深思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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